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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结构与行动：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

经验分析

邢成举 1 李小云 2

摘要：关于贫困成因的研究，传统上存在结构与行动两种认知与研究范式，前者强调超越于个

体的结构性因素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而后者则认为，贫困源于个体社会行动的不力和主观上发

展动力的不足。在两种范式下，减贫方案也差异极大。基于中国扶贫实践的历史考察与经验分析，

中国走出了一条超越结构与行动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仅实现了对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致

贫结构的破除，同时也确立了新的亲贫性制度与政策结构；其不仅健全了贫困治理体系，更突显了

贫困者在扶贫攻坚中的主体价值与内在发展动力。在超越贫困陷阱的结构与行动束缚的实践中，中

国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这也构成了中国向国际社会减贫所贡献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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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针对精准扶贫的研究，多围绕精准扶贫的内涵，精准扶贫的实践成效与问题，以及精准

扶贫的发展与完善等展开；置身于精准扶贫战略之外，从更加宏观和更加抽象的角度去认识和分析

中国的精准扶贫并对中国扶贫的成功经验展开系统研究的并不多见。从改革开放算起，中国扶贫工

作已经走过近 40个年头，期间通过各界力量的不断总结、反思与创新，我们开创并最终形成了具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扶贫道路，但对中国特色扶贫之路内涵的认识还需不断深化。本文基于贫困成

因的已有大量文献以及结构性贫困的视角，尝试从行动与结构的关系中去充分阐释中国扶贫工作，

进而形成针对贫困与扶贫的更加深刻和系统的认识，以为相关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文的核心不在于对贫困成因研究的文献进行全面综述和评价，而是在此基础上而中国的扶贫

工作经验形成一种相对深刻且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解释框架和理解文本。中国扶贫要为世界减贫贡献

智慧和方案，就需深刻理解我们自身已有的扶贫经验与智慧。本文将基于对中国扶贫历史的分析与

讨论，尝试进行归纳和总结。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结构性贫困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16CSH042）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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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与行动：贫困成因的两大范式

（一）结构范式下的贫困成因

结构具有客观性、外在性和强制性，在对社会事实进行解释时不归因于个体因素。在结构范式

下，关于贫困的解释与分析，首先要提起马克思的研究。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因素，

乃是因社会力量所衍生的不平等，而这种社会不平等的最典型表现即是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劳动者只能出卖劳动力，这种不平等的结构导

致了劳动者难以占有自己的劳动价值，因此陷入贫困。贫困者资产在结构上的羸弱导致其无法获得

超越贫困线以上的收入而陷入贫困。在结构范式下，社会政策的不平等亦是导致贫困生成的重要原

因。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农民的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就带有“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烙印。因

此，也就出现了研究者所倡导的，要研究贫困就必须先理解政策的主张（Alcock P，1993）。当然，

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扶贫工作的巨大成绩是因为其建立了多样化的生产结构，而这种结构具有包容

性增长的内涵。中国改革推动的农业转型使得农业部门更具灵活性，同时也使得农业对技术改进和

市场条件更具回应性，而这是中国农业转型带动减贫的重要原因。对贫困与政策的关系，在实践层

面是相当复杂的，贫困既可能直接诱发于政策，也可能源于政策的不当执行。

在社会冲突理论家看来，利益争夺是导致贫困生成的根源，有限资源和利益在不同个体间进行

的不平等分配一定会产生贫困。贫困者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源很少。每个人在社会结

构的权力谱系上具有不同的位置，而正是这种权力的差异导致了贫困者陷入长期贫困或是受歧视抑

或排斥。在一些结构功能论者看来，贫困也是社会结构完整和功能协调所需，社会分工需要贫困者

从事一些其他人不愿从事的职业和工作等，贫困者的存在也为其他社会阶层的跃升和向上的社会流

动提供了基本动力（Gans, H，1968）。从市场结构看，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不同形态，也会导致

贫困的发生，其直接诱因乃是失业。当市场上劳动力供给高于需求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失业，而这

种结构决定的贫困似乎是无法抗拒的。济结构的变迁则进一步分化了不同劳动者在市场上获得利益

与收入的能力。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设计的失败亦会带来贫困，贫困的根源并不在个体。在贫困

成因的结构范式看来，结构必然包含差异与分化，而这种差异与分化也一定会引起贫困的出现。贫

困源于结构，因此，结构本身似乎无法根除贫困。

在结构范式下，空间贫困理论也是具备较大影响的理论流派。该理论认为，贫困人口在空间分

布上呈现聚集的态势，而这种聚集是因为一定空间范围内地理资本的相对稀缺，其难以为贫困者脱

贫提供足够的支持，同时个体的社会行动亦受空间环境的影响，该空间范围内的个体社会行动均受

到很大的限制。空间贫困理论的渊源主要追溯至地区经济发展与地理位置关系的研究（Harris ,C .D，

1954），研究指出欠发达地区与其地理位置上的劣势直接相关。Jalan J .andM .Ravallion（1997）研

究发现，空间贫困理论发展于“空间贫困陷阱”概念的提出和广泛使用，该概念最直观地呈现了贫

困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世界银行着手绘制全球贫困地图，在中观层面

上刻画了中国云南的空间贫困情况。之后，FAO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贫困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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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将空间贫困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空间贫困理论强调，空间特征在贫困发生过程中具有决定性

和支配性影响。居住地空间因素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因素（RavallionMartin ，Wodon Quentin，1999），

空间对于财富具有重要的影响。滞后的交通与偏僻的地理位置导致教育、健康卫生服务和市场机会

的稀缺，造成了贫困。之后，空间贫困研究被进一步延伸，有研究者从生活成本对比的角度关注了

城市内的空间贫困问题。空间贫困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也构成了另一个新的研究焦点。空间贫困对

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不同影响，因此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差异化的政策。而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

施的发展则有助于降低空间因素对脱贫和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Baker , J .andM .Grosh，1994）。这

一点可以通过人均收入高低与其地理位置相关情况得到证实。空间不仅可以直接诱发贫困，还可以

通过社会、政治因素来间接影响贫困的发生（RupasinghaA, and Goetz S J，2007），空间当然也可

以通过教育来影响贫困的传递与聚散。虽然近几年中国贫困人口持续下降，但是，贫困人口却愈发

集中在了深度贫困地区。因此，扶贫政策要有空间贫困的考量，其可以通过政策干预实现贫困区域

地理资本的丰富（刘小鹏等，2014）。

结构范式下，我们无法忽略制度对贫困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制度还是结构，都构成了限制贫困

者行动的社会情境（周怡，2007），在无法打破致贫性社会情境的情况下，一般扶贫举措都将难以

奏效。制度性落后与制度性贫困直接指涉了贫困的制度成因，实现贫困治理必须将结构调整、社会

政策更倾向穷人，使得贫困者与结构转型和社会利益分配的改善建立紧密联系。不过国际减贫经验

表明，结构调整的减贫效应具有一定的阶段性（Handa, S. and King, D.,2012），因此结构与制度改革

应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以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结构。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影响贫困的最基本社会结构

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社会结构的二元性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贫困的多发，但我们亦应该

看到，政府和社会各界为改变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性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同时，在微观层面，贫

困家庭在经济、教育、文化和政治等多重结构中的边缘地位，也导致其难以跨越贫困陷阱并出现了

贫困的代际传递（邢成举，2017）。因此，从结构角度深化贫困治理应成为扶贫工作的重心。

结构范式下，我们的扶贫工作通常会犯下一个常见的错误，即过分关注微观结构与细节，而对

整个结构和结构各方面的关系却关注不足，由此带来扶贫政策与举措的权宜性。社会结构转型也带

来了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也带来了贫困的多发。因此，若是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社会

事实的多变性则意味着，一定阶段后政策的减贫效应将会不断萎缩。

（二）行动范式下的贫困解释

行动范式强调个体及其行动，其认为贫困源于自身而非制度或是社会结构（文军，2006）。在

行动范式下，贫困的成因主要地被归咎于个体能力不足、资源匮乏和主动性不强。穷人不是缺乏工

作，而是缺乏技能去承担这些高收入的工作。在该范式看来，贫困者的贫困源于其文化素质、思想

观念、行为方式与人际交往等因素（文军、黄锐，2011）。当然，在更好地讨论贫困解释的行动范

式前，我们还应该对行动范式进行一个两部分的划分——行动环境的范式和行动自身的范式。行动

环境的范式，我们主要从文化、空间等角度进行阐述；而关于行动者自身的研究则主要从贫困者个

体或群体的社会行动特质去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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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文化解释，最早始于人类学研究。在刘易斯看来，贫困文化是一种不同于主流文化的生

活方式，也是一种社会亚文化（Lewis，1966）。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其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就会形

成笼罩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亲贫困的。与此类似，贫困文化也可以表现为家庭伦理与价值

观念，这样的伦理观念使得个体难以利用超越于家庭的社会支持力量，更难以抓住难得的机会去改

变自身所处的现状（Banfield, Edward C，1958）。贫困文化除了可以表现为生活方式和观念外，还

表现为个体所处的微观制度和结构，比如研究者发现，贫困者的家庭结构具有不完整性，婚姻关系

不稳定，性关系混乱等。在悲观的研究者看来，贫困文化会让贫困者陷入堕落的怪圈，让他们对所

处的环境缺乏反思，贫困在该文化下还出现了代际传递。情境适应论也是贫困成因文化解释的重要

构成，其强调在面对结构转型与新生机会时，个体都需要进行调整和适应，而若是调整不及时，适

应不足，就极易陷入贫困状况。且所谓的适应与调整都有一个主流的标准，而这种标准并非是贫困

者所能够控制的。这种文化与规范上的调整或适应研究，以杜尔凯姆最具代表性，其认为在传统社

会价值观念与规范崩溃，而新价值观念与规范还没有正式确立的情况下，社会领域将会容纳诸多贫

困的事实与贫困者的失范行为（Durkheim, E，1951）。社会规范的解体与崩溃会恶化底层群体的生

存状况。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利于贫困者的规范与文化，在本质上束缚了穷人，且

让贫困状态得以持续。

个体期待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贫困的生成。研究发现，富有者的期

待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契合度明显高于穷人，贫困者只能按照富有者设定的社会规范开展社会行动，

但因期待与社会规范的明显差距，贫困者会发展出适合自身的一套行为规范、文化观念等。而这种

关键与规范会导致贫困者在面对环境变迁、社会转型与新生机会时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和及时的回

应，因此贫困者的贫困状态往往得以持续。此外，贫困者周围人们的社会态度等也对贫困的生成与

持续具有重要影响。一些挣脱了不利社会态度的移民者之所以脱离了贫困状况，是因为其能够将本

土文化与新居住地的文化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屏蔽不利外在环境的影响。而若是无法打破这种社会

孤立，那么，被孤立者的贫困就难以避免（Wilson andWilliam Julius，1987）。与社会孤立类似，社

会排斥也是产生贫困的重要原因。社会排斥是社会总体性力量对个别个体或群体施加的不利影响。

文化被视为行动规范和情境，布迪厄则将文化视为资本并从这个角度解释了贫困的成因。他认为，

贫困者是因为在市场竞争中缺乏文化资本而陷入贫困状态（Swartz and David，1997）。

在贫困的文化解释论者看来，贫困并非全是贫困者个人的原因，但又与个人的行动逻辑、社会

适应与价值观念等密切相关。正如帕森斯所发现的，人们必须在诸多限制性条件下做出社会行动，

社会行动的手段和目的都是受到限制的。所以经济学所言的“理性经济人”在现实当中很难找到。

这里所谓的限制很多都来自于文化与规范。使用文化来进行贫困解释，这就意味着贫困具有长期性

和顽固性的特征，不然就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贫困的行动解释范式下，个体视角的研究也值得我们重视。世界银行强调贫困是因为缺乏达到

最低生活标准的能力，同样的贫困界定也见于 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能力

贫困反映的是贫困人口综合能力的欠缺，其并非指特定能力的不足，但在普遍意义上贫困个体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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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力资本不足。与能力相关，一些研究者强调了个体权利对于贫困的解释力。从个体社会行动看，

不当的社会行动和生产性行为的缺失是致贫的根源，而个体的社会行动与其所在家庭的生命周期紧

密相关。因此，针对能力不足的问题，研究者与实践者提倡赋权增能的减贫模式（孙同全、孙贝贝，

2013）。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还应包含社会资本领域。因此，减贫需要从贫困者的生活方式、思想

观念和消费行为（沈红，2000），以及能力培养和权利保障等多方面着手。

综上所述，在结构与行动的解释范式下贫困者跨越贫困陷阱受到了结构和行动的双重限制。但

不能否认的是，结构范式或是行动范式的贫困解释与贫困治理在当下中国贫困治理进程当中扮演着

不同的角色。随着贫困转型和深度贫困的出现，结构性贫困的问题越发突出。

二、中国扶贫实践与贫困治理历程

我们可将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并持续至今的扶贫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体制改革扶贫阶段、

开发式扶贫阶段和开发式扶贫与保护式扶贫共同作用的阶段。在体制改革扶贫阶段，扶贫工作主要

是破除体制与制度障碍，改革为农村贫困人口的财富获取提供了空间和机遇。在此类改革开展之前，

农民是被束缚在土地上并被钳制在农村范围内的，而改革后，农民不仅在初始平等方面公平地获得

了承包土地，同时还可以流动出农村获得非农收入并使农业以外的家庭副业得到发展。在开发式扶

贫阶段，扶贫工作的重点仍然是破除结构性障碍，具体来说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继续扩大农民

的财富获取空间，持续鼓励农民流动并创造大量城市就业机会，第一代农民工就从此规模产生；另

一方面是以行政和财政方式对贫困地区发展的结构性障碍进行破解，比如设立专项财政资金和国定

贫困县等，财政转移支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设施的改善，贫困地区与贫困户

脱贫的结构性困境被进一步化解。在开发式扶贫与保护式扶贫并举的阶段，除了推动市场经济持续

增长而带动脱贫外，还不断加大了政府主导专项扶贫开发工作的力度，扶贫资金投入不断加大，多

个行业部门参与的资金转移支付显著提升，社会扶贫力量对扶贫的参与不断深化，东西协作扶贫被

提升到了新高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发式扶贫与保护式扶贫并举的阶段，国家还于 2012年划定了

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而这些片区也成为了新时期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该阶段的扶贫工作，不仅注

重对宏观层面结构性制度性障碍的破除，同时还注重中和微观层面的新制度设计和结构调整。

对于中国扶贫而言，在不同阶段，其所要面对的结构性束缚是不同的。

在体制改革扶贫阶段，贫困的结构性成因具有相对的普遍性和一致性特征，因此该阶段的贫困

治理主要是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如因此，我们看到：20世纪 70年代末的经济体制

改革发端于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农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同时，

随着农产品价格放宽，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转型等改革举措的发力，1978年到 1985

年间，中国贫困人口大量减少且贫困发生率下降迅速（汪三贵，2008）。随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减

贫效应就边际递减了。

在开发式扶贫阶段，中国扶贫面临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结构性困境。首先，贫困在此阶段已

经发生了变化，不平等和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情况开始显现。农民收入结构发生显著改变，农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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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占比显著降低，而非农收入比重明显增加；受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层级对农民收入分殊影响明显。

这是该阶段扶贫面临的微观结构性因素。其次，受不同区域自然禀赋差异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不

同，一些区域在经济发展中成为洼地，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社会发育程度低且市场机会少，

这构成了本阶段扶贫的宏观结构性因素。面对微观与宏观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本阶段主要是开展了

以贫困县为重点的开发式贫困治理，到 2000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大大降低，中国提前完成“千年

目标”的减贫任务。

在开发式扶贫与保护式扶贫并举阶段，中国扶贫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更加复杂：从贫困人口的

空间分布上看，贫困人口的地域分布更加分散，以贫困县为瞄准单位的贫困治理以及单一内容或手

段的扶贫工作成效渐微，扶贫瞄准单位再次更迭；基于市场治理机制的开发式扶贫政策对贫困个体

的能力提出了更多要求，真正的贫困者往往容易被排斥在扶贫利益之外，扶贫当中的“精英俘获”

问题日益突出（邢成举、李小云，2013）。以发展为核心要务的地方政府，受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

的驱使导致了扶贫资源分配的不公与权力寻租，普惠性财政扶贫资源的使用出现了目标偏离。在公

共品供给与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城乡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农民权利的保护与保障还有诸多空白。因

面临以上多重结构性困境，该阶段的贫困治理一方面实施了以贫困村为重点的开发式贫困治理即注

重贫困村产业发展和贫困个体的能力建设和技能培训，另一方面还实施了保护和保障农民权利的多

项制度创新即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农村低保、取消农业税费、“两免一补”

等为代表的保护式扶贫。

在进入精准扶贫阶段之后，中国扶贫开启了全新篇章。当然，精准扶贫的提出确有其客观背景：

以区域为单位的扶贫瞄准已无法满足脱贫攻坚的需要；以往“撒胡椒面儿”式的扶贫资源配置成效

边际递减；无差异的扶贫方案与举措难以有效回应差异化的致贫原因；贫困人口识别方面仍存在较

多疏漏；扶贫管理与考核的成果应用不够；扶贫资源供给没有形成制度化保障；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工作的制度还不完善等。基于以上多方面的原因，2013年习总书记在考察湖南湘西扶贫工作时提出

了“精准扶贫”战略，其中心任务在于同时实现贫困村与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帮扶、管理和考核，

引导扶贫资源更有针对性地对接贫困村和贫困户。该阶段的扶贫工作，仍然坚持政府主导，但同时

引入了市场和社会的贫困治理主体。在扶贫资源供给方面，除了常规的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还有

社会扶贫和驻村工作队、驻村干部筹集的扶贫资源。此外，此阶段还确立了发展生产、易地搬迁、

生态补偿、发展教育和社会兜底的“五个一批”脱贫工程；“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常态化；依靠压

力型体制和扶贫工作考核完成扶贫工作的组织动员与政治动员。由此，精准扶贫也实现了新型地方

政府的重塑和扶贫工作机制的创新。

三、跨越贫困陷阱：结构与行动的双重束缚

在贫困者和贫困地区跨越贫困的困境背后，其实一直存在着结构与行动的双重制约。要想在扶

贫攻坚工作中实现对致贫困境的超越并非易事，但也在客观上存有可能。对结构困境的超越，西方

社会学理论家也做过不少的努力，其中布迪厄就倡导了一种“实践社会学”的路径即通过实践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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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以往过程中结构与行动的不平衡关系，将场域当中的“实践感”作为调整两者关系的重要突破点。

与此相应，也有研究者倡导“行动的结构化”，其强调结构的社会行动建构特征，强调行动主体以

社会行动去再生产新的结构、规则和资源。对于中国的扶贫实践而言，其走出了一条以行动改变结

构以及以新生结构支持脱贫行动、衍生主体行动的道路。

（一）跨域贫困陷阱的结构性束缚

从宏观层面看，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农村土地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差异、农业在国家产

业体系当中的基础性与弱势性地位等都构成了农村贫困的结构性维度。城乡二元结构在较长时间内

抑制了农村的人口流动，农民所分享的经济发展成果相对稀薄；即使当前能够自由流动，但农民工

各种权益的保证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而这种流动的背后则是农村“留守”问题的愈发严重。农地

只能从事农业生产，而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差距悬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无法流动或是进入市

场，这也导致农村土地资源难以激活，农民只能以低价的农产品换取高价的工业制成品。与此相关，

从空间贫困的角度看，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在不同区域的差异化安排与实施等，也构成了跨越贫困

的结构性困境。2016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显示，2015年西部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

口比重为 52.3%。2015年，农村贫困人口最多的十个省份是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四川、

甘肃、安徽、陕西、河北（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6）。这说明，从宏观层面看，贫困分

布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结构特征，大量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西部地区。在较长时间里，政府对农村公共

品和公共服务投入与供给的不足，也造成了农村发展环境面临更多的硬件障碍，这也给农民的生产

和生活增加了成本；公共品供给与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区域差异，也导致贫困人口的地域分布存在

显著差异。农村在金融、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弱势也是农村贫困问题突出的客观现实原因。

从中观层面看，分税制改革以来，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之前，地方政府具有显著的“发展型”

特征，其行动以地方财政收益最大化为目标（郁建兴、高翔，2012）。在这一主导的行动逻辑下，

不仅出现了资源分配不公、环境污染和权力寻租，地方政府的不规则经济行为等，同时还加大了一

定区域内的贫富分化。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长时段内，贫困群体或是说是贫困村在一定程度上都

是被地方政府忽视的。尽管在此时段内，开发式扶贫工作正在持续，但是其通行的做法是贫困群体

或是贫困村以牺牲自身健康、地区良好生态环境为代价而获得阶段性工资收入，劳动者权益保护基

本缺失，贫困村资源开发丢失了可持续关怀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发展型地方政府意味着地方政府

所辖区域内的大量资源都用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而民生工作则关注不足。时至今日，仍有一些

地方政府为了区域内的中心工程而截留甚至挪用扶贫项目资金，这正是发展型地方政府行动逻辑的

历史遗留。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贫困群体是被社会所排斥的，在发展主义逻辑主导的地方经济

发展中，贫困群体同样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些都在扶贫工作中经历着根本性的改变。

从微观层面看，在村庄社会中，贫困者无论是经济、教育、社会、政治或是文化等多个结构中

均处于弱势地位，正是这种多元结构中的贫困状态导致其遭受多方面的排斥。贫困者因经济基础薄

弱，故而难以把握家庭经济发展的良好机会，2015年贫困地区农村高收入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低收入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8倍，同年贫困地区农户居住土坯房的比重为 5.7%，高出全国平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9%FA%BC%D2%CD%B3%BC%C6%BE%D6%D7%A1%BB%A7%B5%F7%B2%E9%B0%EC%B9%AB%CA%D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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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水平近一倍；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贫困地区农村有幼儿园或学前班的村庄占比为 56.7%，因受

教育资源薄弱、教育水平不足和子女教育不力，贫困者将通过家庭将贫困传递给后代；因政治上的

边缘处境，贫困者对于村级公共事务缺乏发言权和决策权，因而其在扶贫资源配置中容易被忽视且

对发展资源相关信息的获取也相对不足；而在文化方面，其思想观念保守，对风险过于敏感等，都

导致其无法在制度变革和结构转型的机遇期进行长远的打算或创新发展；社会资本的不足使得贫困

者在村庄社会中难以获得充足和持续的社会支持，在面临风险时也难以依赖社会纽带的帮扶而渡过

难关。贫困者整日的忙碌与奔波，只能为维持基本生计并保证家庭再生产的基本实现，其根本无暇

顾及生活改善以及在教育、技能和资产等方面的投资。总体上看，贫困者与强者在资本和利润等场

域中已经不再具备平等的机会，这种初始机会上的不平等则是因两者在资源、关系、技能、知识和

信息等多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导致的。以上这些都是跨越贫困的微观结构性困境与束缚。

（二）跨域贫困陷阱的行动束缚

这里关于行动束缚的讨论，我们主要是从贫困群体和个体角度展开的。贫困个体意向缺乏、信

念消极且行为具有非理性特征（杭承政、胡鞍钢，2017），贫困者思想意识保守落后。在粮食生产

行为的决策行为方面，贫困农户会更加谨慎（吕开宇、俞冰心、邢鹂，2013）。贫困户这种决策行

为源于其生产性资料的不足。在农产品消费方面，因产品成品率较低和组织化程度不足，其农副业

产品的价值实现遭遇多种障碍（刘晓昀、李娜，2007）。从贫困户的金融借贷行为看，大部分贫困

户都有中短期小额信贷的需求，但实际信贷行为却较少发生。这一方面是金融借贷行为的发生需要

跨越一定的政策门槛，农村金融供需失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贫困户对借贷所产生的潜在风险更加

敏感。尽管半工半农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农民生计的典型特征（夏柱智、贺雪峰，2017），但在具有

不同家庭结构的农户当中，其兼业水平是不同的。老龄和女性人口少且平均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户，

其兼业水平更高（周婧、杨庆媛等，2010），由此也就能够获得更高的家庭收入。而贫困户往往是

老年和女性人口多且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户。总体上看，贫困群体的经济行为遵循生存理性，在农业

生产中重视产量而忽略质量与市场价格，而此种行为逻辑与贫困密切相关。

心理学的一些研究表明，贫困家庭儿童的歧视知觉明显高于非贫困家庭儿童且贫困家庭儿童的

亲社会行为低于非贫困家庭儿童，其问题行为显著高于非贫困儿童（李海燕、申继亮等，2011）。

从婴幼儿喂养和青少年饮食行为看，农村贫困地区母乳喂养和辅食添加不科学的情况是相对普遍的

（罗仁福、张立生等，2017），寄宿制学生的膳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并不合理，学生营养状态有待改

善（席飞等，2017）。从贫困群体就医行为看，其正规门诊就医行为有所提升，但是非正规就医和

就医不及时问题仍然突出（马玉琴、滕海英等，2016），就诊行为受家庭结构和家庭经济影响显著。

从贫困地区农村青年婚育行为看，其行为带有明显的农村传统特征，婚龄和育龄都相对更早，且婚

姻过程中带有显著的人情与面子消费，由此带来的消费型贫困问题突出。数据显示，2013年至 2015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年均增长 10.1%，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出 0.9个百分点。2015年，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 2411元，占比为 36.2%，接下来是居住支出，占比为

20.7%，通讯交通支出，占比为 10.4%，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为 10.2%。从食品支出占比数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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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仍以生活消费为主，而发展型消费占比不足。在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

入基数较低而消费支出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农户贫困的核心原因在于积累不足（国家统计局住户调

查办公室，2016）。

2015年，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当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占 4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

10%。受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及其收入，同时还影响其对家庭内子女的教育投

资行为。从教育投资行为看，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贫困家庭放弃高等教育投资（郭君平，2012），

母亲受教育年限和子女性别对贫困家庭中等教育投资影响显著（张艳、姜莹、郭起瑞，2011），贫

困家庭子女完成中等教育的比例低于非贫困家庭。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文盲

的群众中贫困发生率为 11.9%，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群体中贫困发生率为 8.2%。这意味着贫困

发生率与农村家庭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成反比，受教育程度越低，则越容易陷入贫困状态。在涉及生

计的科技信息获取方面，贫困农户仍然偏好电视，其信息获取渠道较为单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了其贫困状态。关于这一点，相关统计数据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2015年农村贫困地区每百户

农户拥有的移动电话数为 208.9，计算机数量为 13.2（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6）。由于贫

困农户对于新技术的接受能力也弱于其他农户，加之一些新型农业技术所隐含的较高应用成本，贫

困户从农业科技进步与技术推广中获得的收益就非常有限。

四、超越结构与行动：中国特色的扶贫之路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几个阶段的扶贫工作，其重点在打破贫困的结构与行动双重束缚。总体上看，

其共同的工作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尽力消除致贫的外在结构束缚和文化、社会排斥，比如持续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取消农业税，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土地制度改革与完善，为贫困地区

经济发展提供更多优惠政策，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等，从而为贫困者脱贫和

贫困地区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更丰富的行动资源。另一方面则是鼓励贫困个体情境

性地选择行动策略，鼓励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地做出地方性方案，以再生或是建构出符合贫困者利益

诉求和贫困地区发展诉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倡导参与式扶贫，鼓励扶贫决策中贫困者的参与

和发声，重视贫困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贫困者主体性的建构以及思想观念的改变（如扶贫扶志）

皆是其中的重要表现。如果只重视改变致贫的结构性因素，而不重视贫困者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的

发挥，良好的外部结构与制度只能变成客观事实而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在个体的意义上，贫困者

要想跨越贫困陷阱，就需要改变淡薄的时间观念和无序散漫的生活方式，要有更加开放的思想观念，

更加理性的社会行动。接下来，我们将按照农村扶贫的不同阶段展开具体论述。

但是，在不同的阶段，扶贫工作对于结构和行动性困境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因而扶贫工作的

重心也会有所差异，结合具体阶段进行分析，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体会到中国特色扶贫之路的内涵。

（一）体制改革扶贫阶段

在体制改革扶贫阶段，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组织化扶贫，但是通过体制改革，通过助推经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9%FA%BC%D2%CD%B3%BC%C6%BE%D6%D7%A1%BB%A7%B5%F7%B2%E9%B0%EC%B9%AB%CA%D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9%FA%BC%D2%CD%B3%BC%C6%BE%D6%D7%A1%BB%A7%B5%F7%B2%E9%B0%EC%B9%AB%CA%D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9%FA%BC%D2%CD%B3%BC%C6%BE%D6%D7%A1%BB%A7%B5%F7%B2%E9%B0%EC%B9%AB%CA%D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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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快速发展，贫困人口快速减少。这一时期，扶贫工作重点是破除旧有的宏观体制结构，为农村经

济发展提供改革红利和政策红利。具体而言，该阶段的扶贫主要内容如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建立农产品流通体系；发展非农产业、社队企业和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允许农民进城务工获

得非农收入。这些举措不仅调动了农民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同时还让农民获得了农产品商品

化的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解放且在市场上获得了非农收入，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放宽让

农村经济更加充满活力。多层次旧制度的变革和新制度的确立为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扫除了政策

与制度的结构束缚，农民收入快速增加，贫困人口大量减少。

（二）开发式扶贫阶段

在此阶段，专门的扶贫机构正式成立即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此后，

该机构也在省市县三级落地生根。扶贫改革不仅以新生制度来破除旧有制度的结构束缚，同时还以

新生组织与机构来领导并规范扶贫工作。如果说在体制改革扶贫阶段，对贫困结构性束缚的超越主

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话，那么本阶段则实现了宏观与区域的结合。“三西”地区成为国家扶贫工作

破解区域性结构难题的最先尝试。而后，国务院确定了 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制定并实施了集中连

片贫困区的扶贫开发计划。1986年，确立了 331个国家扶贫重点县，继续加大“支援经济不发达地

区发展资金”投入，同时启动“以工代赈”扶贫工程。1994年制定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并确

定了新一轮的 592个国家贫困县，同时扶贫资金的地区投放结构也进行了调整。这一时期的扶贫工

作，虽然也有对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支持，但是资金投放的重点仍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比

如水、电、路的改造升级与建设，教育、文化和卫生等领域的设施建设与服务供给。这可从扶贫资

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得以洞见，其中又以以工代赈和财政发展资金最为突出，大量的财政扶贫资金用

于土地改造、农田水利工程和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同时，针对贫困户也制定了更加具体的帮扶举

措，比如劳务输出和开发式移民等。总结起来，此阶段的扶贫工作除了继续从宏观制度环境上为贫

困者跳出贫困陷阱而破除结构性束缚外，还在中观和微观的结构性障碍破解方面花费了大量的人力、

财力。而针对贫困者个体行动方面的制约因素则缺乏直接干预举措，劳务输出很少涉及技能培训和

能力建设，开发式移民也主要是优化了贫困家庭的微观生存与生活环境。

（三）开发式扶贫与保护式扶贫并举阶段

此时期普遍性贫困已大量减少，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较低。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

差距等问题则较为突出，贫困的多元性和社会阶层性问题引起关注。2001年，中央颁发《中国农村

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城乡和区域统筹，城市、工业对农村和农业的反哺则成为此阶段扶

贫工作的重要背景。本阶段，新生制度和政策继续从宏观层面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脱贫发展提供

结构支持，比如强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一揽子政策、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等；同时一些社会保护

性政策的实施则直接对准了贫困群体，比如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等。各种反哺政策在此阶段密集落地，如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两免一

补”等。这些保护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表明中国农村扶贫政策实现了向社会保护的转变（徐月宾、

刘凤芹、张秀兰，2007），超越了以往的单纯的开发式扶贫政策。以上诸多扶贫举措，不仅在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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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助力破解贫困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同时还从权益权利保障层面为贫困者脱贫提供了结构性支持，

优化了贫困者的职业环境与社会保障环境，更为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创设了教育、医疗等帮扶措施。

此外，为了破除村庄层面的结构困境，2001年到 2010年扶贫工作开启了十年的“整村推进”的开

发式扶贫（范小建，2008）。而这则是扶贫着手破除与贫困群体最直接相关的环境结构制约所做的

努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实施了打破贫困者脱贫行动束缚的“雨露计划”，通过技能培训

和赋能式的扶贫，贫困个体的就业能力与创业能力获得提升，进而改变其原有的思想观念、行为方

式和社会资本。扶贫不仅是增加贫困者的收入，同时还是对其权利的保护和实现公平的社会发展。

此阶段，在扶贫工作中贫困户“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开始凸显，因此扶贫扶志的倡导由此产生。

由以上内容可知，在开发式扶贫与保护式扶贫并举阶段，中国扶贫工作已经尝试将结构性与行动性

致贫因素的破解进行结合，从而启动了贫困治理的双路径战略。

（四）精准扶贫阶段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从而推动了以“精准扶贫”为代表的扶贫开发

新思想新战略新部署新要求的落地。如果说前一阶段超越结构和行动的双重束缚仅是中国扶贫实践

的尝试与探索，那么在精准扶贫阶段，中国扶贫则通过综合性贫困治理以及多元立体的贫困治理体

系将跨越贫困结构与行动束缚的扶贫实践逐步发展成熟。2011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颁发，2015年《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出台（黄承伟，2016）。这一时期，

破解贫困的结构性束缚重点在“立”而非“破”。精准扶贫重在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

制度优势，构建起从省到村的五级党政一把手抓扶贫，真扶贫和扶真贫的治理格局，这项工作首先

破除了以往对脱贫不利的组织机制和干部队伍，从而形成强大的扶贫动员力量切实打赢扶贫攻坚战。

其次，从精准扶贫确立的五大工程看，精准扶贫同时向致贫的结构性和行动性原因同时发力。发展

生产脱贫工程，不仅要破除农村产业发展的不利结构因素，同时还将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民培训纳入

其中，从而在产业扶贫中实现对结构和行动的超越。生态补偿脱贫工程重点是优化生态功能区贫困

居民的生计结构，从而避免了因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带来的区域性结构性贫困。发展教育脱贫工程，

不仅是要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设施和办学条件，同时还设立了针对贫困地区大学生的定向招生计划，

更是将教育培训、技能培训和文化知识培训等包容进来，从而也实现了扶贫对结构和行动束缚的双

重破解。易地搬迁脱贫工程，不仅是对贫困者人居环境的改善，同时也是对其生计结构的重塑，在

破解致贫的家居环境外，扶贫工作还将对移民贫困户提供配套的支持工作，如就业、创业培训，就

业帮扶等，以实现移民贫困户生计的可持续性。社会兜底脱贫工程，则是救济与社会保护并行的扶

贫手段，其无所谓超越结构与行动，因为这部分贫困群体无法在结构与行动的贫困解释中确定可行

的减贫对策。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也要扶志。扶志是增强贫困人口脱贫主体性和内在动力

的基石；其关键是化解贫困者与一般民众的抱负差距，化解区域性和群体性的“等、靠、要”思想，

激发脱贫者的心气。本阶段，扶贫工作在多地的精准扶贫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通过实施舆论

宣传工程和乡风文明工程，扶志有力地推动了扶贫工作。到精准扶贫阶段，中国反贫困实现了各种

理论视角下的实践创新，多主体协同化社会大扶贫格局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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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与减贫的中国智慧

在结构与行动的研究范式下，贫困既有社会结构、制度的原因，亦有个体主观行动、行为方式、

思想观念和群体文化的原因。在近 40年的扶贫实践中，中国扶贫一方面坚持破解贫困的结构性因素，

另一方面坚持破解致贫的行动困境，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

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的形成凝聚了中国几代领导集体的共同智慧，它是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在中国

实践与理论中形成的本土化成果。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扶贫道路形成的思想基础，针对共同富裕思

想的完善则让中国扶贫理论基本型塑，开发式扶贫思想让中国扶贫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获得了深化，

科学发展观为中国扶贫提供了战略指导。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回应了人们对贫困问题的质疑，进而

也将扶贫工作上升为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高度。在 21世纪以来的扶贫工作中，扶贫坚持以

人为本，在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建设中推进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将扶贫开发视为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和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内容，阐述了新时期扶贫开发的极端重要性和战略定位，系统阐述并推

动了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王辉，2016）。扶贫是关乎党和国家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

大事，正是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扶贫工作认识的不断深化并推动相关实践的纵深，在结合中国贫

困与扶贫实际基础上不断进行探索并创新，才逐步形成了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

在长期的扶贫实践中，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不仅注重对结构和制度等具有规定性、强制性的

因素进行改造，同时还注重对行动性限制因素的破除。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观当中，行动被赋予

十分重要的位置，行动不仅是执政者从事治理的首位能力，同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认识论命题，

重视行动也是对人民本根性的重视，其背后是结构与行动两者关系的认识论命题。对于悲观者而言，

其强调结构性贫困的顽固性与长期性，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结构主义则会成为懒政的托辞，他

们更愿意付诸行动去打破旧有的致贫的结构与制度，进而重建结构与制度，以推动脱贫工作。中国

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运用并创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本土化成

果。在当下阶段，扶贫形成了立体式的制度与行动建构，其包含脱贫攻坚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

入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和考核评估体系，且每个体系当中都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创新与行动安

排。无论是对结构的强调，还是对行动的重视，在中国扶贫中，扶贫行动都是最基础的，扶贫行动

既可能指向结构与制度因素，也可能指向行动主体和贫困者的能力、主体性等。因为结构与制度具

有不同的层次性，因此在制度建设与结构重塑方面，不仅有全国层面的工作，还有地方各级政府因

地制宜的工作；同时，因致贫因素的差异，一刀切和笼统化的扶贫举措难以获得全国层面的相对一

致的扶贫效果，因此精准扶贫就呼应而出，其在客观上体现了分类治理的扶贫思维。当然，集全国

之力所凝聚整合的扶贫行动之所以可能，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这也

构成了世界减贫的新探索（黄承伟，2015）。

该如何看待中国扶贫的世界贡献呢？在研究者看来，国际减贫的中国智慧与中国贡献主要集中

在如下几个方面：政府承诺及其兑现是减贫的根本；体制创新是减贫的前提；以人为本是减贫的核

心理念；素质提升与能力建设是减贫的关键要素；市场机制是减贫的重要杠杆；农户参与是减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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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动力；农民身份转变是减贫的重要途径（龚娜、龚晓宽，2010）。如果把减贫视为公共服务的

话，那么政府必然要成为减贫工作的主导力量，而这也是中国扶贫为世界减贫贡献的重要智慧之一

（凌文豪、刘欣，2016）。中国历届政府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不仅为扶贫提供了政治保证，也提

供了资金、组织与政策保障。贫困是嵌入在社会与经济当中的，因此扶贫工作应注重与经济社会发

展战略相结合，中国贫困治理的巨大成绩是在发展中实现的。要从系统性和综合性的视角做好扶贫

工作的规划与设计，建构全方位立体式的扶贫治理体系。随着社会的转型，贫困在不同时期也会有

很大的变化，因此有效的扶贫工作一定是能够回应贫困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对扶贫制度与体制进

行不断的变革、创新与完善，从体制改革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保护式扶贫和精准扶贫，中国

扶贫体制从未停下与时俱进的脚步。这一点也是中国为世界减贫贡献的重要智慧之一。贫困者是扶

贫的主体和对象（韩广富、李万荣，2017），没有贫困者的参与，没有贫困者主体性功能的发挥，

减贫工作不可能取得持续成效，输血扶贫无法根治贫困，而造血扶贫才应是更加持续的扶贫良方。

贫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收入问题，因此增加农民收入，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在应该发挥市场机制

作用的地方，要充分相信市场。当然，对市场机制的重视并不代表对发展主义的全盘接受，在发展

主义理念下，地方政府往往过分专注经济增长，而对其带来的社会不公平、环境污染和文化破坏等

治理不够。与此同时，社会救助、社会保障与社会保护理念下的扶贫工作容易产生福利依赖和负向

激励。因此，扶贫要坚持经济发展、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相结合，激发贫困群体脱贫的内生动力，

或是采用以工作换福利的方式（李博、左停，2017）避免福利陷阱。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首先

有助于国家减贫工作的推进，而其同时构成了全球发展知识体系的重要部分（李小云、马洁文、唐

丽霞、徐秀丽，2016），在新兴世界治理格局中提供中国方案和智慧，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总体而言，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不仅充实和丰富了以扩大机会、推动赋权和增强安全为支

柱的国际减贫理论，同时还发展了依托亲贫性经济增长战略和提升贫困者利用机会能力的减贫理论

（李培林等，2017）。其最基本的经验在于，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开展扶贫工作，系统全面地

确立精准扶贫工作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将公平公正观念贯彻于扶贫工作始终（邢成举，2018）。对

结构和行动的超越与重塑，也展现了中国扶贫政策优化设计遵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

合路径的独特优势与经验（贾俊雪、秦聪、刘勇政，2017）。对结构的超越和重塑主要遵循了“自

上而下”的政策设计路径，而对基层首创精神与贫困者主体性的重视也让结构调整与政策制度变革

等具备了“自下而上”的视角；对致贫行动困境的超越和贫困群体社会行动的重塑则主要遵循了“自

下而上”的变革路径，因行动涉及更多特定和微观的个体，对跨越贫困陷阱行动困境的突破也包容

了“自上而下”的治理智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打赢脱贫攻坚战，将为中国共产

党新时期执政提供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厚实保障（朱梦冰、

李实，2017）。中国减贫人口全球最多且提前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这足以彰显中国扶贫经验

的国际价值与中国智慧，更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特色扶

贫开发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启动的长时段的贫困治理实践，其更是充分发

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和政治优势实现国家关键性发展目标的社会实验，这场社会实验主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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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和行动两个角度开展实验干预，从而建构起了超越结构与行动的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亦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扶贫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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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Structure andAction:An EmpiricalAnalysis on the Road to
PovertyAllevi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ng Chengju Li Xiaoyun

Abstrac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cognitive and research paradigms in the study on the cause of poverty. One emphasizes that

the structural factors beyond the individual level are the root cause of poverty, the other proposes that poverty stems from the

weakness of individual social action and a lack of subjective development motivation. In both paradigms, poverty reduction

project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different ways. Based o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history and practices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China has followed a road to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beyond the structure and action

paradigms. It has not only eradicated the macro-, average- and micro-level of structure that causes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but

also established a pro-poor system and policy structure. It has not only improved the poverty management system, but also

highlighted the main value and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development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overcoming barriers at the

structure and action levels of poverty, China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andwisdom can contribut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Structure;Acti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oad to PovertyAlleviation and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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